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 俄羅斯東正教神學 在整個東正教神學傳統中，俄羅斯東正教神學有它自己發展出來的特性。
1.從開始到大約1800年
a.歷史背景
波蘭和俄羅斯這兩個人口最多的斯拉夫國家歸主，是由966年波蘭王子梅什科一世（Mieszko I）的受洗，以及二十二年後基輔的佛拉地米大王子（Grand Prince Vladimir of Kiev, 979～1015）的洗禮開始。這兩個不同的信主經歷看來分別不大，但對後來發展出來的兩種神學，卻有深遠的影響。波蘭人透過西方說拉丁語的基督徒接觸基督教，日後亦以拉丁作其取向，至終溶入西歐的文化。俄羅斯卻是透過「羅馬」帝國（或作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接觸基督教，那裡說希臘語。最早去斯拉夫的希臘宣教士區利羅（Cyril, 826～69）和麥托丟（Methodius， 約815～85），發明了一種字母（Glagolithic alphabet），成為俄羅斯及好幾個斯拉夫語所採用的區利羅字母之先驅。區利羅翻譯之聖經及禮文，成了古教會中使用斯拉夫語的基礎，這種語言有一個時期廣為流行，就算是今天，有些斯拉夫國家教會的禮儀仍然繼續採用。使用斯拉夫語證明對贏取斯拉夫人民歸信基督有莫大的幫助，但是後來卻成了阻止俄羅斯群眾接受神學和禮儀的障礙。
從佛拉地米信主後七百年至十八世紀，俄羅斯教會本身沒有出過什麼有分量的神學作品，儘管俄羅斯教會有著非常豐富的倫理及屬靈生活。造成這種不毛現象的因素有幾種，最顯著的有二︰1.希臘之教父學（Patristic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910,Name=Patristic Theology}）*豐富的成果，都譯成斯拉夫語了；2.首先在1054年君士坦丁堡與羅馬分裂，跟著1237年起，俄羅斯有兩個世紀之久受蒙古人統治，後來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又為信奉回教的土耳其所攻陷，俄羅斯自此就一直與外面的世界隔絕，特別是西方世界。大量希臘的屬靈及神學作品譯成斯拉夫語，使俄羅斯教會覺得原文創作有點多餘。此外，俄羅斯被孤立起來，使她不知道神學是科學的一支，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十七世紀。
不過，有一件事很早便在俄羅斯神學占一重要席位，即第一個非希臘的基輔大教長艾拉里昂（Ilarion，活躍於1037～54年）寫了一部信條，並於1051年發表一篇經典講章「論律法與恩典」（'On Law and Grace'）。這篇講章似乎把將來勾畫出來了；艾拉里昂把俄羅斯放入救恩歷史，並賦予她一個末世論（Eschatology{\LinkToBook:TopicID=415,Name=Eschatology}）*的角色。再者，艾拉里昂採取了一種日後變得非常典型的俄羅斯立場，是關乎信心與善功的──一種特別強調信心是全備足夠的理論，和一種異常重視善功的態度，尤其著重苦修主義（Asceticism{\LinkToBook:TopicID=161,Name=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和慈善事業。但像艾拉里昂這種具原創性的作者，在往後幾個世紀均無以為繼。
當莫斯科大王子伊凡三世（Ivan III, 1462～1595）把俄羅斯從蒙古人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君士坦丁堡卻淪陷在土耳其手下，俄羅斯與莫斯科便成了新權力中心，並自許要替代君士坦丁堡而起。俄羅斯教會大量採納希臘的神學（參東正教神學，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391,Name=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但一直到兩世紀後，她感受到更正教改教運動的震盪，和天主教想藉反改教運動（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LinkToBook:TopicID=994,Name=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天主教反改教運動}）*來擴張的壓力，才覺得要發展自己的神學傳統。伊凡與拜占庭的公主帕萊奧洛格絲（Zoe* Paleologus）結婚，她是拜占庭最後一位君主的姪女；伊凡亦因此而負起了要領導一個淪陷王國的責任，使教會的傳統能繼承下去。普斯科夫的費盧輝（Abbot Filofei of Pskov，約活躍於1540年）曾以神學的角度解釋這種連續性。伊凡的繼承人是瓦西里三世（Vassily III, 1479～1534），是第一個稱作「沙皇」（tsar）的俄羅斯帝王，此名源自羅馬及拜占庭的「凱撒」（'caesar'）；他亦取了拜占庭的雙鷹作帝國的徽號。費盧輝把新的沙皇比作新羅馬（亦即君士坦丁堡）的創立人康士坦丁，並且這樣寫信給他︰「兩個羅馬已然傾倒，第三個卻已站起來，將不再有第四個」。這意味俄羅斯神學開始為沙皇服務，而促成這種情況也不是完全無跡可尋，部分原因乃是︰俄羅斯神學是從君士坦丁堡而來，不是從羅馬而來，而君士坦丁堡一直都是由基督徒作王的〔除了叛道者猶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短促的統治，361～3〕，自建都到1453年淪陷都是如此。結果，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長一直都不能稱為整個基督教國度的元首，像羅馬教宗那樣，因為他一直是站在「神聖」君主及其半神聖職權的陰影之下。莫斯科主教長的席位是1598年建立的，使東方主教長的數目回復到早期教會的五個（不再計算羅馬的數目在內）。
b.神學發展
讓我們返回神學的問題。西方神學界以拉丁文為主，神學自十一世紀便一直是豐盛又多元的，出了不少大師級人物，像安瑟倫（Anselm{\LinkToBook:TopicID=135,Name=Anselm}）*、亞伯拉德（Abelard{\LinkToBook:TopicID=101,Name=Abelard, Peter}）*、阿奎那（Thomas Aquinas{\LinkToBook:TopicID=1160,Name=Thomas Aquinas}）*，和敦司．蘇格徒（Duns Scotus{\LinkToBook:TopicID=385,Name=Duns Scotus, John}）*，以及其他較次級的人物。但俄羅斯神學是用斯拉夫語的，以君士坦丁堡為目標，因著多年伏在蒙古人的軛下，缺乏西方的刺激，只有希臘神學作其土壤，而希臘神學非常保守，又只集中在神祕主義（Mysticism{\LinkToBook:TopicID=823,Name=Mysticism}）*和苦修生活，俄羅斯神學就有點營養不足的問題了。這段時間東方並沒有出現如西方經院神學（Scholastic{\LinkToBook:TopicID=1054,Name=Scholasticism}）*那樣豐富的果子。
自君士坦丁堡陷於土耳其的手下起，俄羅斯神學不能再指望君士坦丁堡可以給它什麼指示，羅馬教廷開始向俄羅斯教會下功夫，希望把她收入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羅馬教廷為俄羅斯神學定下方向幾達兩個世紀，這工程亦得到某些天時地利的因素協助，譬如現今俄羅斯的西部，昔日是屬於波蘭的，或更準確地說，是屬於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立陶宛部分；波蘭大部分的貴族都接受更正教的改教運動，但不久又改變主意，重回天主教的懷抱。天主教會重得波蘭後，出版了大量宣傳品，迫使正統教會作出反應。王子奧斯杜斯基（Prince Konstantin Ostrozhsky, 1526～1608）成立了一間出版社，出版翻譯過來的拜占庭神學作品；到了1581年，還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斯拉夫聖經，稱為奧斯杜聖經（Ostrog Bible）。
波蘭─立陶宛王區門特三世（King Zygmunt III）於1596年在布雷斯特（Brest）召開了教會會議，其結果就是成立了布雷斯特聯盟（Union of Brest）的教會，這個教會承認教宗為最高權威，不過卻保留自己的語言及禮儀等，稱作「復合教會」（Uniat Church），其信徒則稱作Uniates，屬東正教的支派。其後果可說是好壞參半，因為這樣一來，起碼就先把區門特版圖內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置於教宗的領導權下。不問而知，反對這聯盟的大有人在，其領袖是克里特人路迦立（Cretan, Cyril Lucaris, 1572～1638），當時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後來則是亞力山太主教。路迦立曾花五年時間在波蘭─立陶宛，目的就是阻止東正教屈服於羅馬之下。路迦立的身分正足以說明在俄羅斯神學發展上，希臘東正教與更正教思想的相互牽引作用；而俄羅斯神學的特點是接受性強於創造性，並且長於反應多於採取主動。
路迦立留在波蘭─立陶宛期間，更多認識了更正教〔主要是改革宗（Reformed{\LinkToBook:TopicID=998,Name=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神學及神學家；結果他在俄羅斯和近東便大力推動更正教的思想，使俄羅斯神學與更正教連上關係，長達兩個世紀，同時間亦引發出三方面的衝突。俄羅斯神學努力掙扎的是保存東正教傳統的特色；有時與更正教連為一線，對抗羅馬天主教的勢力，有時在天主教的影響下對抗更正教，有時則同時反抗二者。由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淪陷，到1801年之沙皇亞力山大一世登基，可以說是一個時期，因為自此以後，這個具魅力的統治者讓更正教的影響力居於宗教領導的地位。亞力山大一世深受德國與波羅的海諸國的更正教敬虔主義（Pietism{\LinkToBook:TopicID=934,Name=Pietism}）*，和末世論思想的影響；至終，亞力山大對更正教的支持及對聖經的敬虔，促成十九世紀俄羅斯東正教神學開花結果。
在奧斯杜斯基及路迦立之後的十七世紀，出現了東正教最偉大之神學家︰彼得．摩吉拉（Peter Mogila, 1596～1646）。生於摩爾多瓦（Moldavia），在波蘭之迦勒西亞（Galacia）的拉丁學校利沃夫（L'vov）受教育；於1640年出版頗近更正教思想的東正教正統信經，此信經為另一克里特人敘利哥（Melitios Syrigos，約1667年卒）所翻譯和修訂，抹去了頗多更正教的痕跡；1643年的雅西議會（Synod of Jassy）接納敘利哥的修訂版為東正教的信經。摩吉拉在1645年還出版了「小問答」，似是為了回應敘利哥刪去他信經的部分；他還寫了一本《禮儀手冊》（Euchologion），此二書均想在俄羅斯教會推展更正教的思想。這情況直到十七世紀末都沒有改變，使俄羅斯神學在不改變其反天主教及反更正教的立場下，仍然受更正教思想的影響。
莫斯科教長尼肯（Nikon, 1605～81）於1660年修訂東正教的禮儀書，引致「舊禮儀派」（raskolniki，直譯是「失落者」）的反對和後來的分裂。值得注意的是，此階段主要的爭辯都不是本於神學分岐，而是對禮儀的不同看法（「舊禮儀派」很快就發展出一種苦修、分離及千禧年主義的神學，不過這已越過本文處理的範圍了）。
彼得大帝（Tsar Peter the Great, 1682～1721）努力把俄羅斯的宗教西化，事實上他是希望把整個俄羅斯的生活西化。莫斯科有一小撮神學家抗拒俄羅斯教會走向更正教的路，其中具代表的有伊艾夫斯基（Stefan Iavorsky, 1658～1722），他一直為彼得大帝所賞識，可是在1713年出版了反更正教的《信心的磐石》（Kamen' very）後，他的書就被禁。彼得大帝認為伊艾夫斯基反對更正教，就等於把俄羅斯拘禁在過去，不讓她發展，故他轉向基輔（當時在俄羅斯手上）的普羅科波維奇（Feofan Prokopovich）求助，以抗拒伊艾夫斯基的勢力。普氏是當時典型的俄羅斯神學家，很倚重兩個正統的信義宗神學家︰昆斯得特（J. A. Quenstedt, 1617～88）和格哈得（Johann E. Gerhard, 1582～1637）。普氏在《神學導論》（Introductio ad Theologiam）跟隨更正教的傳統，把舊約次經（Apocrypha, the Old Testament{\LinkToBook:TopicID=146,Name=Apocrypha, the Old Testament}）*排除於正典之外。但在他最重要的作品︰《論罪人在基督內白白得稱為義》（On the Gratuitous Justification of Sinners through Christ Jesus），他就不接受更正教論到意志受拘禁的觀點。他說，我們雖然「只因信得救」，信心卻永不是「孤單」的，必須有善工相伴，就像六百年前艾拉里昂所說的一樣。
當時圍繞著伊艾夫斯基的一班莫斯科神學家，反對普氏的做法，他便在彼得大帝的要求下，在1721年起草新的教會憲法，稱為《教會法》（Ecclesiastical Regulations），廢除了宗主教制（patriarchate），而以「神聖議會」代之；此舉無疑是把教會完全置於帝王的控制之下。當時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G. v. Leibniz{\LinkToBook:TopicID=714,Name=Leibniz, Gottfried von 萊布尼茲}）*很看重教會合一，他造訪彼得大帝並對他說，俄羅斯命中注定是要做中國與歐洲的中保。可惜萊布尼茲未能召開一個由彼得大帝作召集人的大公會，使彼得成為第一個基督徒帝王，君士坦丁大帝的繼承人（就如普斯科夫的費盧輝在一個世紀前所預言的）。德國敬虔派（參敬虔主義{\LinkToBook:TopicID=934,Name=Pietism 敬虔主義}*）神學家及教育家富朗開（Francke{\LinkToBook:TopicID=478,Name=Francke, August Hermann 富朗開}）*的影響力沒那麼引人注意，卻更為深遠；他透過俄羅斯境內少數德國人，和那裡的瑞典戰俘發揮影響力。富朗開工作的地點是哈勒（Halle），那裡已成敬虔主義的中心，俄羅斯的外交家往返西歐時總會到哈勒探訪富朗開。
後來到了十八世紀，莫斯科學會（Moscow Academy）的院長，及後來成了莫斯科主教（非宗主教！）的利夫辛（Platon Levshin, 1737～1812），再把普氏的更正教傾向加深；像普氏一樣，他主要也是依靠信義宗神學家昆斯得特。雖然利夫辛是按著正統的傳統來否定「教宗制、加爾文主義和信義宗主義」，稱它們為「毀滅的異端」，但他不少教義的解釋與信義宗的觀點卻很接近，譬如說︰看聖經為惟一的權柄；教會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個信徒群體。不過利夫辛的主要作品（Orthodox Teaching or a Brief Christian Theology, Moscow, 1765），可說是最早以俄文建立的神學系統（有兩本英譯︰ R. Pinkert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Greek Church in Russia..., Edinburgh, 1814; G. Potessaro, The Orthodox Doctrine of the Apostolic Eastern Church, London, 1857）。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俄羅斯的神學教育及作品均緊緊跟隨西方的模式（包括羅馬天主教的和更正教的），但這種進口的神學，只不過如移植的草木一般虛弱，無法在俄羅斯泥土上扎根。直到這時期末了，麥維迪斯基（Juvenal Medvedsky, 1767～1809）才寫下第一本俄文的系統神學。
俄羅斯神學一直都有一種特性，就是含有極濃厚的神祕及實用色彩，不像西方神學那樣抽象和注重推測。在俄羅斯教會內，一個苦修士的影響力比一個企圖向更正教看齊的神學家更大，比如下列兩個修士︰沙當斯克的聖提孔（St Tikhon of Zadonsk, 1724～83），和維利科夫斯基（Paisy Velichkovsky, 1722～94）。提孔放棄了沃羅涅日（Voronezh）的主教職，而選擇了沙當斯克的修道院；他本於對基督受苦的默想，整理出一套實用的愛的倫理，一生在推廣這套倫理。維利科夫斯基則為拜占庭教會的靜坐派（Hesychasm{\LinkToBook:TopicID=559,Name=Hesychasm}）*靈修生活注入新生命力；這種靈修生活在俄國信徒中一直十分流行。維利科夫斯基用斯拉夫語寫了一本靜坐派的靈修手冊，名叫《愛善》（Philokalia），強調一種個人強烈地要奉獻給耶穌的心，方法是不斷重複「心禱」或「耶穌禱文」，內容只有短短一句︰「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開恩可憐我吧！」
在凱瑟琳一世(Catherine the Great, 1762～96)期間，雖然互助會（freemasonry）那種包容各教的精神一度占了上風，俄羅斯教會不久又再投入神祕主義的懷抱，對俄羅斯在末日扮演的角色極感興趣。德裔醫師容─施蒂林（Johann Heinrich Jung-Stilling, 1740～1817）對俄國神學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想不無影響，他認為敵基督透過法國革命來蠱惑人心，一切真信徒都要匯集在東方，即俄羅斯，來抵抗敵基督。這個思想最早由基輔大教長艾拉里昂於1051年提出，也就是說俄羅斯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引入末日時代，這思想經過七百多年後仍聞其迴響；亞歷山大一世甚至被看為啟示錄八13的「一個鷹飛在空中」。不錯，看俄羅斯是末日一個舉足輕重之角色的思想，在沙皇時代和共產政權時代（以一世俗的說法提出），以至今天，仍是清晰可辨；就是在西方，我們也會視她為一反面的角色，不是作神的助手，乃是以末日反對神或敵基督的身分出現。
俄羅斯正統神學一直是一股保守的力量，雖然其中亦保存著若干希臘教父的思想在內，但它老早就視之為傳統的一部分。從很早開始，它就具有很強烈的以民族為中心的傾向，認為末日世界改變和救恩歷史（Salvation-History{\LinkToBook:TopicID=1041,Name=Salvation-History}）*完成之日，俄羅斯均具有決定性的位置。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紀，俄羅斯神學深受更正教思想的影響，先是信義宗的經院哲學，然後是敬虔主義。在1453～1801年間，俄羅斯神學都說不上有創意或獨立，總是借回來的，先是希臘，然後是德國；不過由始至終，她一直為莫斯科和俄羅斯人民爭取在末日所擔任的特別角色，無論是以「第三羅馬」的說法（普斯科夫的費盧輝），或以亞洲的歸正（萊布尼茲），或末日的終極爭戰（容─施蒂林）的說法皆如此。因為俄羅斯神學界從來都不是以創意見稱，故此亦極少出現什麼異端的思想──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俄羅斯教會經歷七十年共產政權的迫害，而仍能存在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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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十九世紀到現在
俄羅斯東正教宗教思想最優秀的果子，是在十九世紀末結出來的，其根是扎於較開明的土壤上，特別是經過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1825～55）那嚴厲管治之後。
豐收期的果子包括由維利科夫斯基之門生領導的苦修主義得到復興（具影響力的中心在奧天納，Optina），後來又為薩諾夫的聖撒拉弗（St Serafim of Sarov, 1759～1833）豐富地闡釋。由不少教會領袖領導的神學研究亦甚興旺，就如莫斯科的菲拉雷特（Metropolitan Filaret{\LinkToBook:TopicID=461,Name=Filaret（Philaret）, Drozdov 菲拉雷特}* of Moscow），和哥米亞哥夫（Alexis Khomyakov, 1804～60），後者的神學基礎是建立在東方教父的傳統，然後自己發展出一種很重視有機合一及群體的神學〔參The Church is One， Willits, CA, 1974；另參大公性（Sobornost{\LinkToBook:TopicID=1088,Name=Sobornost}）*〕，此為東正教神學最精彩的地方。就這樣，哥米亞哥夫就成了親斯拉夫運動的靈感來源，這運動強調俄羅斯東正教宗教文化中具創意的地方。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他們關心國家之社會及政治發展，並且以文章和演講來表達意見。到了1860年代，大部分源自西方的實證論（Positivist{\LinkToBook:TopicID=943,Name=Positivism}）*思想，在他們中間建立了橋頭堡；到了十九世紀的下半葉，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因無神論而聯合起來，開始對俄羅斯東正教採取批判的態度。但同一時間，天才橫溢的大師，像托爾斯泰（Tolstoy{\LinkToBook:TopicID=1168,Name=Tolstoy, Leo}）*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LinkToBook:TopicID=379,Name=Dostoevsky, Fyodor Mikhailovich}）*，亦相繼出現。此外，東正教平信徒神學家兼哲學家蘇洛維也夫（Solovyov{\LinkToBook:TopicID=1097,Name=Solovyov, Vladimir}）*則從東正教傳統採用不同的元素，建立一個詳備的宗教哲學體系；此體系在某些知識分子圈子內產生頗重要的影響，催生了本世紀最重要的一種思潮，稱作「新宗教意識」，或「俄羅斯宗教復興」（'Russian religious renaissance'）。
蘇洛維也夫可以代表那些對實證論失望的哲學家，他們重新返回東正教──卻不僅是返回「官方」、教父的那種東正教，而是比較個人的，也是能以信仰來重釋現代實體的傳統。蘇洛維也夫對現代科學發展也相當認識，盼望能在宗教哲學體系內加進科學的成果。有人稱他為蘇聯第一個系統哲學家，他的體系揉合了批判哲學及東方宗教傳統的元素︰經驗主義（Empiricism{\LinkToBook:TopicID=402,Name=Empiricism}）*、理性主義、神祕主義、科學與詩；這些全收納在「一切實體之總體結合」的偉大構想下。此外，他亦把十九世紀早期俄國學術生活中，兩個最主要的潮流拉在一起︰親斯拉夫主義和西方主義；他幾乎對二十世紀每一個非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家都有影響。
蘇洛維也夫那個「積極總體結合」體系的基本概念是「神人性」(Godmanhood)。神透過道成肉身，把整個受造界都聖化了，包括物質在內，整個受造界都努力要與神復合（參復和論，Reconciliation, the Doctrine of{\LinkToBook:TopicID=992,Name=Reconciliation, the Doctrine of}*）；這種復合是要藉創造性的愛一步一步，像進化一樣達到，而創造性的愛正是三位一體（Trinity{\LinkToBook:TopicID=1179,Name=Trinity}）*的原動力。蘇洛維也夫有些思想是採自親斯拉夫主義者，像季列耶夫斯基（Kireyevsky, 1806～56）的「整合知識」，和霍米雅科夫（Ivan Khomyakov）的「大公性」（他的意思是指「在自由聯合下的個別相異」）。他收納這些思想，給予進一步的發展，使它們全歸納到一個必然的結論，以致他的體系容易被評為有泛神論（Pantheism{\LinkToBook:TopicID=898,Name=Pantheism 泛神論}）*的思想傾向。
在1890年代，俄羅斯知識分子採取的最全備又最徹底之實證論世界觀，就是馬克斯主義（Marxism{\LinkToBook:TopicID=771,Name=Marxism and Christianity}）*，並開始吸引愈來愈多跟隨者。蘇洛維也夫的體系可以挑戰馬克斯主義，那些對馬克斯教條式的惟物主義（Materialism{\LinkToBook:TopicID=775,Name=Materialism}）*失望的人，深為蘇洛維也夫所吸引。此外，當時也有一群敏於政情的自由理想主義分子，如司徒盧威（Pyotr Struve, 1870～1944）、雅斯哥杜夫（Sergei Askoldov）、弗蘭克（Semyon Frank, 1877～1950）、羅斯基（Nikolai Lossky, 1903～58）、布加哥夫（Bulgakov{\LinkToBook:TopicID=239,Name=Bulgakov, Sergei}）*以及貝德葉夫（N. Berdyaev{\LinkToBook:TopicID=202,Name=Berdyaev, Nicolai}）*，均強調在政治與社會發展中，個人有絕對的價值和重要性。這些人中，很多在年輕時都是馬克斯主義者，也曾受批判技巧的訓練，結果卻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馬克斯主義中的倫理相對主義。他們原本盼望從康德（Kant{\LinkToBook:TopicID=676,Name=Kant, Immanuel 康德}）*尋找出客觀的倫理體系，不果，便立刻轉向東正教的倫理教訓去尋找──不是官方的東正教，而是親斯拉夫及蘇洛維也夫的那種具創意的再釋。特魯別茨科伊家族中，賽奇（Trubetskoy, Sergei, 1862～1905）和也夫根尼（Yevgeni, 1863～1920）兩兄弟始終是蘇洛維也夫的忠實門生；不過比他們的師傅更重視「大公性」，因此亦更凸顯出個人自由的重要。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新宗教意識」的象徵主義和頹廢的詩人、藝術家及作家都承認他們因蘇洛維也夫而獲益良多，不是以他為一個哲學家，乃是視他為一個神祕主義者、詩人和具遠象的人；他們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 Merezhkovsky, 1865～1944）、費羅索科夫（Dmitri Filosofov, 1872～1940）、吉皮烏斯（Zinaida Gippius, 1869～ 1945）和別雷（Andrei Bely, 1880～1935）。在馬克斯主義的體系內，有些人被稱作「神的建造者」，像高爾基（Maksim Gorky, 1868～1936）和盧納察爾斯基（Anatoli Lunacharsky, 1875～1933），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本身一定要變成為宗教。反過來說，著名的哲學家像布加哥夫及貝德葉夫均在蘇洛維也夫的影響下，研究宗教中具革命及社會主義色彩的潛質，好作號稱為無所不包之馬克斯主義分析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布加哥夫在俄羅斯被稱作基督教社會主義之父，一直於馬克斯社會主義之外，全力尋找一個基督教的另類選擇，建立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黨。但1906年之後，他慢慢發覺俄國不可能逐步作出政治改變，便把愈來愈多時間放在神學上，終於在1918年成為教士。貝德葉夫則朝另一方向發展，由康德轉到尼采（Nietzsche{\LinkToBook:TopicID=854,Name=Nietzsche, Friedrich}）*，形成一個創造性的倫理和基督教無政府主義。
1922年，超過一百個不認同馬克斯主義的知識分子給放逐到西方，其中包括很多蘇洛維也夫的跟隨者。在巴黎（如︰St Serge）及紐約（如︰St Vladimir）相繼成立了神學院，一方面為這些被放逐的思想家預備地方讓他們繼續工作，另一方面亦可以訓練俄國境外新一代的哲學家。奇怪的是，當時俄國領導的思想（馬克斯主義）是源自西方，而繼續在西方茁壯的東正教哲學卻源於俄國的傳統。東正教傳統及西方天主教與基督教思想怎樣在1922年之後仍彼此相輔相成，卻不是本文能處理的了。
1922年之後被放逐的人物，最具影響力的是貝德葉夫。奇妙的是，他來到西方之際，正是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LinkToBook:TopicID=435,Name=Existentialism}）*日受歡迎之時，二者自然是相得益彰；貝德葉夫的思想基本上是存在主義與末世論的。從親斯拉夫主義，他學會了重視個體，個人是一個具創造力的靈，與社會化之「中產階級」所充當的角色不一樣。貝德葉夫分別出兩個層面的真體︰靈，那是活的和自由的；本性或本體，是被動的，也是墮落（Fall{\LinkToBook:TopicID=446,Name=Fall}）*後的產物。人性中那種自由又具創造力的神的愛，正是人及世界得救的來源。
布加哥夫那種成熟的哲學繼續朝著不同的方向邁進；他看受造的世界是整體結合的一部分，由「智慧」（Sophia）──指神的智慧──連結，成為創造界的原理。世界與神仍然有所分別，但「智慧」則把二者聯結起來，因此智慧亦有分參與神聖和受造界之本性，而智慧亦成了世界與神之外的第三位，由此我們不難想像出三位一體之外的第四位了；為此，莫斯科的宗主教團便判布加哥夫為異端。
在蘇聯解體之前，國內的東正教受國家嚴厲的轄制，她雖然仍有不同的神學教育機構，卻不得研究東正教與現代世界的關係。在過去二十多年，蘇聯皈依東正教的人卻愈來愈要在蘇聯的現實中活出信仰，並且要以屬靈武器來解決生命的問題。他們的導師是東正教偉大的思想家，像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利維坦（Anatoli Levitin），以及比他們更遠的貝德葉夫、布加哥夫、蘇洛維也夫，及親斯拉夫的傳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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